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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种信任与为何信任？
———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现状与来源的实证分析

李艳霞
（厦门大学 公共事务学院，福建厦门 361005）

摘要：本文旨在从政治信任类型、政治信任稳定性、政治信任来源等方面全方位考察当代中国公众的政治

信任样态，以期从一个侧面回应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水平的理论论争。为此，以期望

和风险为核心理论视角，以东亚民主化调查中关于中国大陆的数据为样本进行统计分析。统计分析结果

显示，当代中国公众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要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对于政治体系执政能力的信任要高

于其为民执政意愿与品质的信任，存在着“中央-地方”与“能力-意愿”双重差序信任格局；当代中国公众

对政治体系的信任更多倚重于政治体系的过往声誉与当下的表现，而不是依据是否存在对政治主体的失

信惩罚机制的判断，公众的政治信任稳定性不高，比较容易因为社会事件和思想风潮而出现波动；在政治

信任来源方面，公众对政治体系治理绩效的感知和儒家文化传统会影响公众的政治信任，但是，公众对政

府治理绩效的评价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力度更大，是公众政治信任的主要来源。基于上述统计结果，发现学

界对政治信任的粗线条或“省略式”测量是造成政治信任水平测量结果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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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政治信任即指公众对政治体系、政治机构

及其运行的信念和信心，是民众对于政治体系的基

本评价与情感取向。在政治系统运行过程中，公众

对政治体系的信任是公众遵从政府政策的心理基

础，更是影响政治支持（Political Support）的重要因

素，对于政治稳定与政治体系的顺利运转意义重

大[1,2]。正因如此，政治信任一直作为政治文化研究

中的一个重要的领域备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中国大陆学界对于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的研究

在世纪之交开始出现，并在 2007年后呈现出蓬勃

的研究态势。综观既有的研究成果，对于政治信任

培育机制的探讨以及对于政治信任流失原因的分

析乃是国内学界关注的焦点[3]。可以说，中国学界

对于政治信任的研究符合知识生产的基本逻辑，也

反映出学者们密切关注社会现实，心系社会发展的

公共情怀。学术研究的本质属性要求研究者应对社

会问题给予理性、缜密与科学的分析。就政治信任

研究而言，对于政治信任下滑原因的分析以及对于

政治信任培育模式的探讨，必须以对当前中国政治

信任全面评估以及对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的影

响因素的深入分析为基础。然而，既有的研究成果

显示，学界对于“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的水平如

何？”这一问题的意见分歧较大，对于“当代中国公

众政治信任的来源为何？”这一问题的观点也不统

一。基于此，本文在以往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政治

信任的心理发生机制为核心构建分析框架，以东亚

民主化调查（2008）中国大陆的数据为考察对象，通

过定量分析的方法力图回答如下问题：为什么学界

对当代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水平的评估结果迥异？

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心理的稳定程度如何？当代

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的来源是什么？以期对全方位考

察当代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心理有所助益。

1 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1.1 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实证研究的核心主题
与初步结论

1.1.1 “水平迥异”：关于中国公众政治信任水平的
评估

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公众政

治信任的水平和结构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面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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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现象，中国的社会科学界给予了迅速的理论

回应。然而，对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水平的总体

评价却存在乐观和悲观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持乐观态度的学者认为当代中国公民的政治

信任水平较高，尤其表现在对国家、制度以及中央

政府层面的认同度方面。高学德通过对南京、天津、

重庆、深圳、兰州、银川六个地区的调查发现：“无论

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都有较高的政府信任

度”，其中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

得分分别为 4．47分与 4．09分（满分为 5分）[4]。肖

唐镖、王欣通过对江西、江苏、山西、重庆和上海五

省份的农民历时十年的 4波跟踪调查分析发现，当

代中国农民对国家、执政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的信任度在 10年期间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

对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政治信任度提高了二到

三成[5]。钟其根据浙江省范围内的问卷调查分析认

为，以 10分为满分进行测量，民众对各级政府的信

任程度均超过了 6分，总体上处于较好的水平，其

中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达到 8．6分之多[6]。谢治

菊通过对某行政村的调查得出结论，农民的整体政

治信任水平较高，总体信任指数均值为 3．42（满分

为 5分）[7]。李桂英在对浙江省六所高校进行问卷

调查后发现，大学生对国家和共同理想的信任度

很高，对基本政治制度的认同度也比较高[8]。

与上述持乐观观点的研究发现不同，也有许多

学者通过实证调查得出了当代中国政治信任水平

不高，政治信任流失，甚至是政治信任危机的悲观

结论。史天健和吕杰通过 1992—2003年数波大规

模调查的分析认为，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呈下

降趋势，下降的幅度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情况大体一

致[9]。此外，一项由中宣部、中组部策划，由新华社、

人民日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四个民主党派参加

的，调查范围涉及全国经济发达、欠发达、较边远三

类地区中的 50个大、中、小城市的针对中国共产党

和政府的信任调查显示，只有少部分民众信任党和

政府的工作[10]。有学者甚至得出了地方政府信任危

机的论断，并且认为这种危机和风险如果不得到有

效的控制，将会对整个政治体系的稳定与发展带来

巨大的威胁。可见，学界对于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

任的水平如何观点迥异，这种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对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这一现实问题的进

一步观察与探讨。

1.1.2 “差序格局”：关于中国公众政治信任
特征的描画

虽然对于当代中国政治信任水平的测量结果

差别较大，但是学界普遍对李连江教授提出的当代

中国公众政治信任存在着对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信

任程度的“差序格局”[11]（即公众对越高层级的政府

信任程度越高，对越低层级的政府信任程度越低的

特点）持赞同的态度。如高学德、翟学伟认为：公众

对各级政府的信任度呈现出典型的“央强地弱”的

差序格局样态，无论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对中

央政府的信任程度最高，其次是省级政府和地市级

政府，评价最低的是县区级政府和乡镇政府（街道

办）[4]。于建嵘在考察中国农民对政府的信任水平时

认为，肯定省级、市级、县级、乡级党政威信很高的

农民比例均值为 24．6％、4．5％、1．7％、0．7％，而认为

以上各级政府威信很低的农民比例均值为 33．9％、

53．2％、66．5％和 76．1％①。这一研究结论为当代中国

公众政治信任的“差序格局”提供了佐证。此外，叶

敏、彭研从“政治图像、政治接触、以地方为中心的

政治接触结构”等方面分析了这种公众政治信任

“央强地弱”状态的形成原因[13]。由此，当代中国公

众政治信任的“差序格局”格局特征基本成为学界

的共识性观点。

1.1.3 “要我信”与“我要信”：关于中国公众政治
信任来源的认知

对公众政治信任来源的分析是政治信任研究

中的重要内容。迄今为止，理论界已经形成了两种

分析的角度：一种是以理性选择理论为根基的制度

生成论，一种是以社会资本等理论为根基的文化生

成论。政治信任制度生成论的理论基础为理性选择

理论，持此种观点的学者们认为，政治信任主要来

源于政府的治理或制度绩效[14]。如果政治体系能够

令人满意地运转，政治体系能够满足人们的期望，

那么政治信任必然产生并不断增加。民众是否信任

政府主要原因在于政治体系是否值得信任（Trust

Worthing），政治信任的主要来源在于政治体系本

身，而不是政治体系之外的东西。相反，文化生成论

者则认为，人们对于政治体系的信任更多地与该社

会体系中长期存在的一套价值体系、信仰体系以及

人们之间长期的交往方式有关。政治信任孕育于社

会系统之中，是社会信任的拓展，是社会文化密码

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按照文化论者的逻辑推演，政

治信任蕴涵于社会的历史文化系统之中，政治信任

不是治理绩效的结果，而是原因。英格尔哈特[15]、帕①转引自文献［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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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南[16]、福山[17]、Mishler[18]等学者都是政治信任文化

生成论的代表。

虽然文化生成论和制度生成论的观点存在显

著差异，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二者并不是

非此即彼的互斥关系。文化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所

关注的分别是政治信任形成过程中的两个不同心

理进路，文化决定论关注的是政治信任主体的特

性，即公众是否具有强烈的付出信任的倾向，在某

种意义上关注的是在多大程度上“我要信”的问题，

而制度决定论则关注的是政治信任客体的表现在

多大程度上值得信任，是一个“要我信”的问题。

国内学界对于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的来源

问题的讨论延续了国外学者的制度生成论与文化

生成论的观点，也大致围绕“要我信”与“我要信”这

两个层面展开。有学者通过实地调研验证了政治信

任是社会信任的原因而不是结果的这一制度性结

论[19]。也有学者认为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对政府透

明度的认知、政治效能感以及对官场道德的评价等

理性因素是影响人们政治信任水平的重要因素[20]。

有学者以社会 NGO组织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调

查验证非政府组织对政府部门的信任与政府的能

力、沟通、制度的公正与正义有着密切的线性相关

关系[21]。有学者通过大规模的实证研究证明：虽然

制度绩效与文化传统对公众政治信任心理都有影

响，但“这两条通道起作用的强度和对象却有一定

的差异。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政府职能履行

的程度及其绩效的好坏等‘硬’实力要比人际信任、

传统价值观等‘软’文化对政治信任的提升有更重

要的作用。”[4]除了以上以制度为视角检视和验证

政治信任的制度生成论之外，也有学者从文化的视

角来看待中国的政治信任问题，史天健通过对中国

大陆与台湾民众的政治信任的比较，认为政治文化

在形塑公众的政治信任心理过程中发挥了积极而

重要的作用[22]。马得勇则更明确地指出，东亚的威

权主义价值观与民众的政治信任心理直接相关。这

在很大程度上验证了西方学界中关于政治信任文

化生成论的核心观点[23]。

1.2 当代中国政治信任研究中有待进一步探究
与澄清的问题

近年来学界对于政治信任以及当代中国政治

信任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也达成了一定的理论共

识，然而仍有许多悬而未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有待

进一步研究和澄清。

（1）为何学界对于当代中国政治信任的测量结

果迥异？按照一般的逻辑，相同时间段内，公众的政

治态度和政治心理不会出现太大的波动与变化，那

么，学界对于当代中国政治信任水平判断的不同，

甚至是相反的观点是如何产生的呢？

（2）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的稳定程度如何？

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信任政治体系是衡量政治

信任的一个基本的标尺。此外，在现实的政治生活

中，公众对政治体系的信任是否会因为社会中的某

种舆论风潮、突发的事件，或者政府一时工作的失

误而瞬间发生改变，公众政治信任的稳定性和持续

性如何也会在很大程度上构成政治体系运行的社

会和文化基础。因此，公众对政治体系信任的持续

性和稳定性也应当成为考察公众政治信任的重要

维度。

（3）当代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主要来源于文化

属性，还是制度绩效？威权主义价值观是当代中国

政治信任的重要来源这一研究结论符合政治信任

的文化决定论观点，也为分析当代中国政治信任问

题提供了一个崭新且适恰的角度，然而当代中国正

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随着公众主体意识、权利意识

的不断提升，具有浓厚儒家文化色彩的威权主义价

值观必定随着社会的全方位转型而不断变化，这种

变化是否对当代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造成影响？当

代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是主要取决于“我要信”还

是“要我信”？这一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分析与澄

清。

1.3 期望、风险与信任：本文考察当代中国政治
信任的理论依据

1.3.1 期望：政治信任类型的划分依据

政治信任作为信任心理的一种特殊类型，其形

成与状态必然符合所有信任心理的发生机制。

信任的心理都可以通约性地表述为：“A信任

B能做 X。”但是，在日常的话语表述以及学术探

讨中，人们似乎只提及信任的主体 A与 B，如“顾客

信任某品牌”、“公民信任政府”。作为信任心理发生

的重要元素———信任的具体内容与形成信任的内

在心理动机往往被忽略了。信任“看起来几乎总是

省略式的”[24]。政治信任是信任心理中的一种类型，

它具有信任心理所具备的一切本质属性。在日常话

语与学术讨论中的政治信任往往也是一种省略信

任具体的目标的表述。而省略了具体目标与场景的

政治信任只能是留下太多空间的、笼统的、模糊的

理论命题。这也许是造成人们对于政治信任测量差

异的核心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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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当代中国学界关于政治信任评估的文献

可以发现，大多数的研究注意到了政治信任客体

（B）的多元特性，即能够对政治信任客体的层级

（中央到地方）、领域（立法、行政、司法、军队、政党）

进行分类测量，但是对于政治信任的目标与对象

（X）却没有进行细致的划分和明确的表述，比如，

当被问及“你信任中央（地方）政府吗”，面对这种

“省略式的表述”，有的受访者心中呈现的可能是是

否信任中央（地方）政府推进经济发展的能力，有些

受访者心中可能呈现的是是否信任中央（地方）政

府服务公众的品质，或者，还有些受访者心中呈现

的是是否信任中央（地方）政府公布的各项经济社

会数据等等。因此，本文认为，忽略了信任的心理发

生机制，仅局限于政治信任的“省略式表述”，从而

导致的对于政治信任的单维度测量是造成学界对

于政治信任水平测量差异的重要原因。

期望的实现是信任建立的基础，不同的期望自

然也决定了信任的不同类型。因此，对现实生活中

多种表现形式的期望进行类型学的划分就成为细

分信任类型的前提。什托姆普卡把信任关系中被期

望的行为划分为三个层次，即工具性品质（包括规

律性、合理性、效率）、道德品质（包括符合法规、正

直、好心、公正）以及信用品质（包括无私、利他、仁

爱、宽大），并且，这三种期望呈现出期望值由小到

大的排列。当信任建立在工具型期望基础之上时，

我们将之称为工具型信任（Instrumental Trust）；当

信任建立在道德期望之上时，我们将之称为价值型

信任；当信任建立在信用的期望之上时，我们称之

为信用型信任[25]。

综合上述信任心理中期望的类型，结合政治信

任的独特属性，本文依照政治信任的内容把政治信

任划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能力型政治信任，即公

民对政治体系是否具有完成其职能的能力的信任；

以及意愿型政治信任，即公民对政治体系是否具有

为民执政的意愿的信任，以期更为全面地考察当代

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样态。

1.3.2 风险：政治信任稳定性的测量标尺

风险是与信任心理形成密切相关的又一重要

因素。信任总是以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为立

足点和实践归宿的。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元素，作

为一切合作活动的心理基础，信任是人们应对日益

复杂的社会的一种简化机制[26]。这种“简化”是任何

人决策和行动的前提，通过理性然而又并非完全理

性的简化，世界被粗线条地分为“信任”和“不被信

任”两个组成部分，进而以此为依据，人们采取了
“合作”与“不合作”两种行动。可见，信任心理之所
以有价值，在于未来的不可控性。或者说，信任一旦
付出，就伴随着一定的风险。正是在这种功能的意
义上，信任又被看作是一种无法与风险割裂开来的

心理，付出信任是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而付出了

信任之后，也会面临着被信任者失信的风险[27,28]。既
然信任与风险并存，那么，尽量全面地评估付出信

任后所面临的风险就是理性的人们在付出信任之

前必须要做的一种权衡。因此，对信任背后的风险
进行评估是测量政治信任稳定性以及信任主体付

出信任倾向的内在依据。
风险的评估总是与时间维度相关。一般来讲，

人们对未来的判断则是依据信任客体过去的表现、
现在的行为或对未来的预先承诺，以此来确定自己

付出信任需要承担的风险，如果风险越大，那么信

任主体付出信任的意愿越低；或者，即使为了合作

付出信任，这种信任也是比较脆弱的，具有较低的

稳定性。对于政治信任而言，道理亦是如此。按照什
托姆普卡的观点，依据风险的等级，人们付出信任

的理由分别为：声誉、表现、可见性和亲密性、监督
与惩罚失信行为的机构与制度的存在。而且，上述
信任的理由呈现出风险由大到小，信任稳定性由低

到高的排列顺序[25]。也就是说人们凭借外界对于某
人声誉的评价而付出信任的意愿，以及信任的强度

和稳定性一定要低于依据其表现所建立的信任，而

依据表现的信任的强度又要低于是否具有监督与

惩罚失信的机构和制度的存在。可见，监督与惩罚
失信行为的机构和制度的存在对于稳定的信任心

理的形成至关重要，尤其在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的非

熟人现代社会中，失信惩罚机制的存在是信任形成

并稳固的重要基础。自发的政治信任恰恰是由制度
化的不信任启动和催生的。“制度化的不信任程度
越高，自发信任的水平就越高。”[29]

据此，本文将以公众对政治体系付出信任的依

据为基础将公众的政治信任的稳定性由高到低分

为三个档次：（1）如果公众信任政治体系主要因为
社会中存在着对政治体系失信的惩罚机制，那么公

众付出信任后面临的风险水平最低，因此，其信任

的稳定性最高；（2）如果公众信任政治体系主要依
据其外在的声誉，如主流媒体对政府的宣传，那么，

公众付出信任所面临的风险最大，其政治信任的稳

定性最低；（3）如果公众对政治体系付出信任主要
依据政治体系的治理过程和治理绩效，那么，公众

政治信任的稳定程度居于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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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文以期望和风险为核心，从政治信任

类型与政治信任稳定性两个维度出发力图全方位

考察当代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心理，以制度生成论

与文化生成论为理论依据，从治理绩效（“要我

信”）和威权主义文化与集体主义价值观（“我要

信”）两个角度考察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的影响

因素（如图 1所示），以期对前文提及的有待学界进

一步探究的问题给予理论回应。

2 样本概况与变量操作化

2.1 样本概况

东亚民主研究计划①中国大陆部分的问卷调查

于 2007年 12月到 2008年 6月进行，该计划由台

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主持，由北京大学当代

中国研究所负责具体实施，调查覆盖中国大陆除西

藏藏族自治区、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

之外的所有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通过入户调查的

方法，以 18岁以上的中国公民为调查对象。本次调

查通过多阶段抽样的方法：第一阶段，在中国大陆

的 30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内，以近 15年内的

人口平均规模、地理位置、行政区划特征为依据，按

比例抽取 212个市/县；第二阶段，在所选中的每个

县/市依据城镇人口比例、教育水平、人口规模等因

素抽取 2个乡、镇/街道；第三阶段，在所选的每个

乡、镇/街道内随机抽取 2个行政村或社区居委会；

第四阶段，在所选的行政村和社区居委会中确定受

访家庭，每个县或市的受访家庭总数按概率比例规

模抽样（PPS）原则确定，最终确定调查对象为 5402
人，最终回收有效问卷 5098份，回收率为 94．37％。

样本的基本情况见表 1。

2.2 核心变量操作化

2.2.1 政治信任

政治信任主要指公众对政治体系、政治机构机

器运行的信念和信心。因此，对于政治信任的测量，

本文采用“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

WVS）、“全球动态调查”（Global Barometer，GB）等

频数 百分比（％） 样本量 频数 百分比（％） 样本量

性别
男 2598 51.2

5075

年龄

18岁~45岁 2527 50.2

5042
女 2477 48.8 46岁~60岁 1507 29.9

城乡
城市 910 17.9

5098
61岁~75岁 827 16.2

乡村 4188 82.1 75岁以上 181 3.7

教育程度

小学 2290 45.9

4813 社会阶层

上层 281 6.3

4426

初中 1780 37.0 中上层 1308 29.5
高中（技校、中专等） 615 12.8 中层 1972 44.6
大学 205 4.2 中下层 610 13.7
大学以上 6 0.1 下层 255 5.8

表１ 样本的基本情况表

能力型
政治信任

意愿型
政治信任

政
治
信
任
类
型

信任其效率

信任其诚实性

信任其民主性

信任其能力

信任其公正性
}
}

政
治
信
任
来
源

过往声誉：主流媒体信任

目前表现：治理绩效评价

未来预期:是否有失信惩罚机制

传统文化价值：
威权主义价值
集体主义价值

} 政
治
信
任
的
稳
定
性

逐
步
提
升

图１ 政治信任的类型与政治信任来源

①该计划的具体实施方案与数据情况见：http：//140．109．171．198/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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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调查研究机构普遍采用的测量方法，即考察公

众对国家立法机构、司法机构、中央政府、地方政

府、军队、警察的信任程度（非常信任为 4分，比较

信任为 3分，比较不信任为 2分，非常不信任为 1

分），取其平均值作为衡量政治信任总体水平的指

标，并将其作为因变量构建政治信任来源模型①。

2.2.2 能力型政治信任与意愿型政治信任

根据前文的分析，本文以公众对政治体系的期

待为基础，将公众的政治信任划分为能力型政治信

任与意愿型政治信任两种类型，并在每一类型的政

治信任之下设定若干次级指标以考察受访者对政

治体系的不同态度。具体测量指标如表 2。

2.2.3 主流媒体信任、政府治理绩效、失信惩罚机
制、传统文化价值：影响政治信任的各变量

以前文所述的信任与风险的关系理论为依据，

结合既有研究得出了政治信任来源的两种路径。本

文将调查问卷中与此相关的 18个变量（见表 3）进

行因子分析，在因子分析之前，本文首先对 18个变

量进行信度测试，统计结果显示，表 3中的 18个变

量的信度系数 Cronbach＇s Alpha为 0．755。本文运

用主成分法对上述变量进行因子分析。统计结果显

示，上述变量进行因子分析的 KMO 值为 0．700，

Bartlett球度检验卡方值为 4269．273，并且通过了

统计显著性检验，经过最大方差法正交旋转共提取

7个因子，分别命名为公共服务评价因子、治理过

程评价因子、主流媒体信任因子、政治经济评价因

子、集体主义价值因子、威权主义价值因子、失信惩

罚机制评价因子，作为后文的回归模型中自变量带

入模型。具体变量及因子分析结果见表 3。

3 统计分析结果与研究发现

3.1 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的总体水平分析

通过统计分析，当代中国公众对不同政治机构

的政治信任水平如表 4所示。统计结果显示，当代

中国公众对于各个不同机构信任程度由高到低依

次为中央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军队、司法机构和

地方政府。其中民众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信任

水平反差极大，这一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众

多学者对于当代中国公众对于中央和地方差序政

治信任格局的判断[4，11，30]。

3.2 当代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类型分析

根据前文关于公众不同期望与政治信任类型

关系的论述，本文将当代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进一

步区分为能力型政治信任和意愿型政治信任进行

测量，具体统计分析结果见表 5（由于不同变量测

量的量纲不同，为了更直观地比较各种不同类型的

政治信任，本文将政治信任均值做了百分制的处

理）。

表 5的统计结果显示，公众的能力型政治信任

和意愿型政治信任得分不尽相同。比较公众不同期

望类型下政治信任水平的均值可以发现，公众对政

治体系的能力型信任水平要高于意愿型政治信任

水平将近 10分。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当代中国

公众对于政治体系执政为民的能力的信任要高于

其对政治体系执政为民意愿的信任。细致分析可以

发现，当代中国公众对政治体系推进经济工作的效

率、对政治体系的诚实品质、执政的能力比较信任，

对政治体系的公正品质的信任水平略低，而对政治

体系的民主性品质信任程度最低。

政治信任类型 二级指标 问题 操作化说明 a

能力型
政治信任

效率 如何评价当前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 1.非常不好，2.比较不好，3.一般，4.比较好，5.非常好

能力 总体看，当前政府面对公共事务有能力做
出正确的选择 b 1.非常不同意，2.比较不同意，3.比较同意，4.非常同意

意愿型
政治信任

民主 当前政府的民主程度如何 1.绝对专制，……，10.绝对民主
诚实 政府对于公众隐瞒重要信息的程度如何 1.经常隐瞒，2.大多数时间隐瞒，3.有时隐瞒，4.从不隐瞒

公正 社会中每个人都能受到政府的平等对待 1.非常不同意，2.比较不同意，3.比较同意，4.非常同意

资料来源：东亚民主化调查第二波（2008年）数据。
注：a.在进行数据统计之前，笔者已经将一些反向的问题进行了数据的重新赋值预处理，表格中显示的为重新赋值后的操作化标准。

b.此题在问卷中首先问及：“您认为我国当前面临的最需要解决的三个问题是什么？”然后再问及：“国家和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解决
了您所提及的最重要问题？”

表２ 政治信任类型测量的各级指标及概念操作化

①将公众对于国家立法机构、司法机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军队、警察的信任变量进行信度分析，Cronbach α系数为 0．846，
该结果说明此六个变量的内在信度属于可信的区间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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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的稳定性与来源分析

根据前文的分析，如果公众仅凭政治体系过往

的声誉就付出信任，那么公众付出信任所承担的风

险和不确定性是最高的，其政治信任的稳定性也是

最差的。相反，如果公众是因为有对政治体系失信

的惩罚机制而付出信任，此种政治信任风险最低，

是最为理性的选择，其稳定程度最高。那么，当代中

国公众对政治体系付出信任主要是依据什么呢？

本文以公众的政治信任（即公众对不同机构政

治信任得分的平均值）为因变量，以公众的主流媒

体信任因子、治理过程评价因子、治理结果评价因

子、公共服务评价因子、失信惩罚机制评价因子、公

众的威权主义价值因子、集体主义价值因子及人口

统计学变量为自变量构建回归模型。具体统计结果

见表 6。

通过表 6的回归模型分析发现，当主流媒体信

任因子、治理过程因子、政治经济评价因子、公共服

务供给因子加入模型之后，回归模型的 R2值不断

提升；而当失信惩罚机制评价因子，威权主义价值

因子以及集体主义价值因子加入模型后，回归模型

的 R2值没有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代中国

公众对主流媒体的信任，对治理过程、政治经济以

及公共服务的评价都会对公众的政治信任造成一

定的影响，而公众对是否存在失信惩罚机制的评价

以及公众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对公众政治信任心理

的影响力度较弱。如果从 R2值的提高幅度来看，公

题项 公共服务
评价因子

治理过程
评价因子

主流媒体
信任因子

政治经济
评价因子

集体主义
价值因子

威权主义
价值因子

失信惩罚机
制评价因子 共量

医疗服务评价 0.781 0.052 0.004 0.067 0.018 -0.043 0.008 0.619
教育服务评价 0.776 0.042 -0.006 0.016 0.023 0.035 -0.031 0.607
证件服务评价 0.750 0.076 -0.018 0.047 0.005 0.038 0.010 0.573
警务服务评价 0.653 0.138 0.126 0.001 -0.026 -0.036 0.018 0.364
地方腐败评价 -0.003 0.760 0.022 0.024 0.017 0.027 -0.120 0.595
中央腐败评价 0.013 0.737 -0.010 -0.018 0.033 0.040 -0.134 0.565
政府守法评价 0.102 0.603 0.078 0.153 -0.033 -0.066 0.129 0.426
政府回应评价 0.209 0.466 0.133 0.337 -0.010 -0.034 0.076 0.399
政务公开评价 0.123 0.446 0.113 0.083 0.003 0.025 0.146 0.256
报纸信任 0.044 0.114 0.933 0.066 0.001 0.011 0.003 0.890
电视信任 0.048 0.122 0.932 0.065 -0.018 0.010 0.003 0.891
政治形势评价 0.032 0.134 0.037 0.844 -0.001 0.025 -0.013 0.734
经济形势评价 0.042 0.118 0.063 0.837 0.040 0.003 0.009 0.721
如果政策服务大部分人利益，即使违背自
身利益也应当支持 0.012 -0.006 -0.025 -0.001 0.801 0.072 -0.038 0.649

应当为民族利益牺牲个人利益 0.005 0.019 0.010 0.033 0.793 0.055 0.080 0.640
政府领导就像大家长，我们应当遵从他的决定 0.002 0.015 0.007 0.025 0.040 0.814 -0.022 0.666
官员做的事情总是对的 -0.005 -0.003 0.011 -0.008 0.087 0.765 0.118 0.607
反腐败工作评价 -0.013 0.026 -0.004 0.001 0.046 0.103 0.953 0.922
特征值 3.058 1.890 1.561 1.478 1.215 1.090 1.002
累计方差贡献率 62.353%

表３ 政治信任来源自变量因子分析

资料来源：东亚民主化调查第二波（2008年）数据。
注:表格内的 18个变量均为针对受访者对政府各项工作的主观评价或受访者对各种观点认同度的测量，除政治形势评价（为 5点式里克特
量表，最满意为 5分，最不满意为 1分）之外，其余变量均为 4点式里克特量表，最满意或最赞同为 4分，最不满意或最不赞同为 1分。
此外，在进行分析之前，本文对某些问题进行了反向赋值的处理。

政治
信任

立法
机构

司法
机构

中央
政府

地方
政府 政党 军队

得分 3.59 3.13 3.64 2.77 3.62 3.53
均值 3.4017
标准差 0.5114
样本量 4225

表４ 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水平（最高分为 4分）

资料来源：东亚民主化调查第二波（2008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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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对政治体系治理过程的评价，对公众的政治信任

影响力度较之公众对公共服务的评价、以及公众对

政治经济形势的评价（后两者更大程度上为治理结

果层面的因素）要更大一些。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

上显示出，当代中国公众对政治体系所付出的信任

主要依据政治体系过往的声誉以及政治体系当前

的表现，而不是依据是否具有失信惩罚机制。依据

前文的理论分析，如果公众对政治体系的政治信任

所付出的依据不同，公众付出信任所面临的风险则

不同，因而这种政治信任的稳定性也会有很大差

异。以此观之，当代中国公众付出政治信任所面临

的风险处于中高水平，因此，不管当代中国公众对

政治体系的信任水平是高是低，这种政治信任心理

并不具较强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在政治信任来源层面，国内外学界的研究表

明，政治体系的治理绩效与公众所秉持的文化传统

是影响公众政治信任的主要因素。表 6的统计结果

却显示，在文化变量中，只有威权主义价值因子对

公众的政治信任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无论从回归系

数还是 R2变化来看，公众的传统文化观念对公众

政治信任心理的影响力并不显著，而公众对治理过

程的评价、对政治经济形势的评价、对公共服务的

评价等与政治体系治理绩效密切相关的变量都会

对其政治信任产生影响。可见，在治理绩效和文化

传统之间，公众的政治信任受到治理绩效的影响更

大，政治体系的治理绩效应当是当下中国公众政治

信任的主要来源。此外，在人口统计学变量层面，公

众的受教育程度对公众的政治信任具有一定的影

响，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政治信任水平越低。

能力型政治信任

效率
（最高分 5分）

能力 民主
（最高分 10分）

诚实 公正

均值 4.05 2.90 6.35 2.96 2.88

标准差 0.710 0.432 1.591 0.652 0.546

百分制
均值 81.0 72.5 63.5 74.0 72.0

样本量 4621 4241 3636 4488 4506

平均分 76.75 69.83

意愿型政治信任

资料来源：东亚民主化调查第二波（2008年）数据。

表５ 期望视角下的公众政治信任类型

政治信任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人口统计学
变量

性别 a -0.003（0.015） -0.008（0.014） -0.019（0.013） -0.018（0.013） -0.018（0.013） -0.017（0.013） -0.018（0.013）

年龄 0.001**（0.001） 0.001**（0.000） 0.001（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教育 -0.027***（0.004） -0.020***（0.004） -0.016***（0.004） -0.020***（0.004） -0.020***（0.004） -0.020***（0.007） -0.020***（0.000）

城乡 b -0.046**（0.019） -0.036**（0.018） -0.038*（0.017） -0.027（0.017） -0.027（0.017） -0.026（0.017） -0.026（0.017）

过往声誉
评价变量

主流媒体
信任因子 0.203***（0.007） 0.205***（0.007） 0.207***（0.006） 0.207***（0.007） 0.207***（0.007） 0.207***（0.007） 0.207***（0.006）

治理绩效
变量

治 理 过
程因子 0.155***（0.007） 0.157***（0.006） 0.156***（0.006） 0.156***（0.006） 0.156***（0.006） 0.156***（0.006）

政治经济
评价因子 0.114***（0.007） 0.114***（0.007） 0.114***（0.007） 0.113***（0.007） 0.113***（0.007）

公共服务
评价因子 0.095***（0.006） 0.095***（0.006） 0.095***（0.006） 0.095***（0.006）

失信惩罚
机制评价 0.009（0.006） 0.009（0.006） 0.009（0.006）

文化变量

威权主义
价值因子 .014**（.006） 0.014**（0.007）

集体主义
价值因子 0.003（0.006）

常数 3.459***（0.037） 3.431***（0.035） 3.460***（0.033） 3.491***（0.033） 3.490（0.033） 3.485（0.033） 3.484***（0.033）

Adjusted R2 0.186 0.278 0.326 0.360 0.360 0.360 0.360

F值 185.144*** 258.628*** 278.446*** 283.330*** 252.097*** 227.554*** 206.833***

样本量 4020 4020 4020 4020 4020 4020 4020

表６ 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来源

注：（1）括号内为标准误；（2）***p＜0．01，** p＜0．05，*p＜0．1；（3）a参照项为“女性”，b参照项为“农村”。
资料来源：东亚民主化调查第二波（2008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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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东亚民主化调查数据统计，公众对于不同政治机构信任水
平的平均分分别为：新加坡-3．072；日本-2．290；台湾-2．326；韩国-
2．010。

4 结论与后续的研究议题

在政治信任类型层面，本文认为仅仅以水平高

低作为唯一尺度对政治信任这一微观的复杂心理

进行测量不利于考察特定时期内公众政治信任心

理的全貌。因此，本文以政治信任中的“期望”为视
角将以往理论界仅仅考察“A 在多大程度上信任

B？”转变为考察“A在多大程度上信任 B 能做

X？”，并从为民执政的能力与为民执政的意愿两个
层面对前文中“X”分别予以测量，力求回应“省略
式测量”造成的理论争论。
在政治信任稳定性层面，本文以什托姆普卡的

“时间－风险－信任稳定性”理论为分析主线，认为
公众对政治体系付出信任后所面临的风险与其政

治信任的稳定性成反比。那么，如何测量公众对政
治体系付出信任后所面临的风险是高是低呢？依据

什托姆普卡的理论，当人们付出信任仅仅依据外界

对信任客体的评价（即信任客体过往的声誉）时，信

任主体付出信任所面临的风险较高；相应的，其信

任的稳定性程度较低。反之，如果信任主体对信任
客体付出信任主要是依据存在着对信任客体失信

行为的惩罚机制，信任主体所面临的风险较低，其

信任的稳定程度则较高。信任主体付出信任主要依
据信任客体的行动表现，那么信任主体所面临的风

险及其信任稳定性居中。
在政治信任的来源方面，本文依据国内外理论

界以往的研究所得出政治信任的制度生成论（要我

信）以及政治信任的文化生成论（我要信）两个维

度，从政府治理绩效和传统文化观念进一步考察当

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的来源。
依据以上的研究思路，结合前文的数据分析结

果，得出如下结论：

（1）当代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存在着“中央－
地方”以及“能力－意愿”的“双重差序信任”格局。
公众的能力型政治信任与意愿型政治信任的差异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理论界关于当代中国公众

政治信任水平高低的论争。
正如前文所述，当代中国学界对于当代中国公

众政治信任现状的研究呈现出两个核心特征：

首先，学界关于当代中国公众对中央政府和地

方政府信任度差别较大，即公众的“中央－地方”的
差序信任格局[11]意见相对一致。本文的统计分析结

果也佐证了以往学界的研究结论（当代中国公众对

中央政府的信任平均分为 3．64分，对地方政府的
信任平均分为 2．77分）。

其次，学界对于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的评估

结果存在着乐观与悲观两种观点。本文以期望为视

角对当代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类型予以分析，结果

显示，当代中国公众的“能力型政治信任”与“意愿

型政治信任”在水平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如果以

百分制计算，公众对政治体系的“意愿型政治信任”

要低于公众的“能力型政治信任”近 10分。这种差

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当下理论界关于政治信

任水平同时产生乐观与悲观两种评估的原因。当

前，学界有关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的测量和评估

大多以不同政治机构，如政治共同体、广义上的不

同层级的政府、政治精英作为信任客体[5-7]。以此为

考察依据，许多学者得出了当代中国公众的政治信

任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的结论。本文的统计结果也显

示，当代中国公众对于不同政治机构政治信任的平

均分为 3．407，要高于东亚的许多国家和地区①。这

一结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佐证国内理论界一些关

于我国公众政治信任水平的乐观估计。

然而，如果以公众对政治体系的不同期望细致

考察就会发现，当代中国公众对于政治体系的信任

心理并不是铁板一块。通过前文的统计分析结果可

以看出，当代中国公众不仅对于不同层级的政治体

系信任程度不同，对于政治体系的不同品格的信任

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具体表现为：当代中国公众

对于政治体系的执政效率等能力型政治信任要高

于对政治体系的民主、公正等意愿型政治信任。具

体来看，公众对于政治体系执政效率的信任要高于

对政治体系民主品质的信任将近 18分（百分制）。

或者说，当代中国公众的“意愿型政治信任”水平并

不高。佩里·K·布兰登在总结 21世纪公众政治信

任发展趋势时指出，一种新的公民信任文化正悄然

出现，这种公民文化的主要特征就在于公众更为关

注政治体系的道德水平与道德属性[31]。若以此趋势

推断，当代中国公众这种“能力－意愿”的差序信任

格局确实潜藏着一定的风险。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

措施提升公众的“意愿型政治信任”，将会进一步影

响到政治体系合法性。在此意义上，学界对于当代

中国政治信任现状的悲观评价并不是没有理论依

据的。

对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持悲观态度的学者

大多以社会转型前后的比较为依据[9]、以公众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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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体系的期望为核心[10]、以群体性事件为切入点，

以定性研究方法为主流[32,33]。这些研究特性在很大

程度上回避了“A在多大程度上信任 B？”的测量模

式，进而也得出了与之相反的不同结论。

综上可见，当代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不仅具有

“中央－地方”层面的“差序信任格局”的特征，同时

也具有“能力－意愿”层面的差序信任格局特征。至

于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的这两种差距信任———

即对中央和地方的信任差异与对政治主体的执政

能力和为民执政的意愿的信任差异，二者之间有没

有什么内在的联系，这一问题还值得学界进一步深

入观察和分析。

（2）公众对是否存在政治体系的失信惩罚机制

的判断并未影响其政治信任心理，公众的政治信任

稳定程度不高。

考察公众的政治信任不仅要测量其水平高低，

信任心理的稳定性也是测量公众政治信任的重要

方面。按照前文的分析，以主流媒体宣传为基础的

政治信任是一种风险最高，而且也是最不稳定的信

任，以治理绩效为基础的政治信任次之，而以存在

惩罚失信行为的制度为基础的信任风险最低，也最

为稳固。通过前文的统计分析发现，当代中国公众

对于政治体系的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主流媒

体宣传以及公众对治理过程、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公

共服务评价的影响。是否存在着对政治体系失信的

惩罚机制并不会影响到公众的政治信任。这在一定

程度上说明，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是一种过往声

誉与治理绩效导向下的政治信任。如果说“制度化

的不信任程度越高，自发信任的水平就越高”[29]，那

么，当代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并不是完全理性与稳

固的，其中隐含着一定程度的感性与脆弱的成分，

是一种“中度稳定”的政治信任。这一结论也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当前的公众情绪极易受到

不同社会事件以及风潮（如网络以及社会中传播的

事件）的影响[34]，容易由对政治体系的信任迅速地

转为不信任。政治信任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了公众对于政治体系执政过程中的无心过失具有

多大程度的宽容。当下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

时期，改革发展过程中有着许多的风险与不稳定因

素，因此，对于政治体系而言，不仅要提升公众的政

治信任水平，采取措施培育一种理性、稳定的政治

信任亦是政治体系的一项重要任务。

（3）与传统文化价值观相比，政治体系的治理

绩效是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的更为重要的来源。

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中国的政治文化一直以来

都具有较为浓厚威权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典型特征。

许多学者认为这种天然的服从权威以及为群体牺

牲小我的心理和文化属性是当代中国公众的政治

信任的重要来源[22,23]。然而，本文的统计分析结果显

示，与体现政治体系治理绩效的治理过程因素、政

治经济形势评价因素和公共服务因素相比，公众的

传统文化价值对其政治信任心理的影响是十分微

弱的。因此，当代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既来源于文

化传统，又来源于治理绩效，但是公众对治理绩效

的主观感受乃是其政治信任的主要来源，公众是否

信任政府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是否做出了足够

的“要我信”的治理成绩，其中，公众对政治体系治

理过程的评价，对国家政治和经济形势的评价、对

公共服务的评价均是影响其政治信任心理的重要

指标。

作为一种政治心理和政治文化，公众的政治信

任既是政治体系运行的重要背景，也是影响政治体

系合法性和运行效率的重要因素。本文的研究目的

仅限于对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进行更为细致的

评估，以期回应当代学术界某些理论争论。由于本

项研究是以东亚民主化调查 2008年的截面数据为

分析对象，不能对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的动态发

展趋势进行考察，因而不能对许多学术界所热烈讨

论的、且对转型社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其他政治

信任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比如前文提及的当代中国

公众所表现出的“中央－地方”差序信任与“能力－意

愿”差序信任之间是否有着内在相关性；中国传统

的威权主义文化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力是否会随着

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而不断减小[23]；“后物质主义价

值观”①和“批判性公民”②在当代中国公众的政治信

任文化中是否有所体现；公众的主流媒体信任对其

政治信任的影响是否会受到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

①“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是英格尔哈特提出的一个针对公民价值的
观念，主要指在经过了较长时期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和物质繁荣
之后，人们不必再为生存而担忧，这时人们的价值观念便由原来的
注重经济、发展、繁荣等物质因素逐步转向更为关注公民权利、公
民自由、公民参与等后物质因素（参见文献［35］）。

②所谓“批判性公民”指原来的以服从并享受治理成果为特征的
“物质主义公民”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转变为要求参与、公民权、透
明、负责政府的“批判性公民（Critical Citizen）”（参见文献［36］）。反
映在政治信任领域则表现为民众对于政治体系的认同由原来主要
取决于政治体系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逐渐转变为主要取决于政
治体系的运行过程是否合法、是否透明、是否符合公民基本权利的
实现；相反，政治体系“物质产出”对于提升民众政治信任水平的重
要性不断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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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等等。这些理论问题需要更大规模的时间序列

资料以及更长时期的观察来加以分析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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